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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緒   論  

第一節  研究問題之緣起 

 

徜徉於人文科學的領域中，使我們得知每一個時期的社會

文化都有駕馭當代成員思維舉止之規範與法則，法國哲學大師

米歇‧傅柯 (Michel  Foucaul t )稱這些主導整個當代思潮的規範與

法則所形成的結構為「話語」(d iscourse)，以表明此規範所要傳
遞訊息的意義。由於每一個社會中的各個階層都有他們特殊的

「話語」，藉由「話語」來傳遞溝通他們所想要表達傳遞的訊

息，而這些話語的組構成為該時代對於外在世界的一種認知模

式，此每一組階層不同的認知模式，構成了不同的存在領域，

米歇‧傅柯 (M iche l  Foucaul t )對於這樣不同的認知模式稱之為「知

識領域」 (epistém é)。1 

 

在知識領域裡，話語傳遞作用的過程是發話者與接收者之

間關係的密切連繫所構成的，發話者與接收者是訊息傳遞與接

收的兩個重要主體，發話者試圖將欲想要表明的訊息傳遞給接

收者時，其中傳遞的有形話語或無形話語，將隱含權力的意念， 

 

這就是所謂的「權力話語」。這是一種權力的施加與權力的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米歇‧傅柯(Michel  Foucault)著，王德威譯：《知識的考掘》，臺

北市：麥田出版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三年七月，頁十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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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，在知識領域中的權力話語，駕馭著每一時代人類的思想行

為模式，其權力意涵的施與，深深影響到整個政治的生態與社

會整體的意識型態，正如每一個時期皆有其不同的當代典範一

般。 

 

典範是話語模式的產物，每一個時期均有自己的典範，典

範並非是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，當代文學大師葉維廉先生曾經

以加俐略審判之例說明意義組構與權力架構的內涵。 2一六三三

年羅馬教廷以加俐略所發表的天文邪說將其定罪，因為加俐略

用自製的望遠鏡發現了木星的月亮，並且間接肯定哥白尼的太

陽中心說與恆持不動說，進而推翻當時羅馬教廷以地球為中心

說的典範，使得羅馬教廷以地球中心說的析解架構所肯定的神

權，與依附其上的價值地位徹底瓦解，加俐略所落得的罪名是

其妖言惑眾思想完全背離聖經的真義與權威。此一歷史事件使

得加俐略背上莫須有的罪名，於是葉維廉先生認為意義組構和

析解活動是鞏固權力架構的一種重要、甚至是必要的政治策

略，在加俐略這個歷史事件中是顯而易見的，此亦說明每一時

期典範的產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其建立過程常會遭受許多難關

與質疑，畢竟真理不是絕對真理，而是一種相對真理，而典範

形成的過程中，將會有許多因素夾雜其中，但絕對脫離不了意

義組構與權力架構。 

 

典範一旦形成於當代，便會出現許多不同的理解與詮釋，

所以當筆者面對漢代詩教理論系統所構築的典範時，心中對於

漢代社會所組構的話語模式存有許多疑問，尤其在重新構築詩

學理論的系統時，發覺這整套理論是以儒家教化為基底的〈詩  

 

大序〉為中心所建構的系統，以往學者稱之為「詩言志」系統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葉維廉：〈意義組構與權力架構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十六卷第五
期，一九八七年，頁四至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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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這是一個稱呼上的問題，就其基底的儒家政教關懷而言，稱

呼為「詩教系統」或「詩教理論」其實是更為適當的。為何稱

呼為詩教的詩學理論呢？這是為了避免「詩言志」的詮釋與「詩

緣情」發生重疊的問題。把「言志」和「緣情」當做中國詩學

的兩個不同的觀念系統或話語組構，首先是由朱自清先生所提

出的，朱自清在《詩言志辨》一書中云：「可見『言志』跟『緣

情』到底兩樣，是不能混為一談的。」3明顯地把「言志」和「緣

情」這兩者視為不同的話語組構，雖然解釋上兩者意義是不相

同的，分別代表兩漢的儒教詩學典範以及六朝儒教解放的詩學

典範，但究其實，這兩個稱呼及詞語上的爭議仍然相當大。首

先，「言志」、「情動」都是〈詩大序〉提出的觀念性詞語，

「情動於中」之「情」就是為了解釋「言志」之「志」的，因

此「情」、「志」可以互訓。其次，陸機從未明確反對詩教系

統或詩言志系統，「緣情」在其眼中可能只是「言志」的轉語，

不能據表面的用語之異而論其意義及系統的互異。換句話說，

這兩個系統其實是同一系統的不同稱呼，後人不加明辨，誤分

為兩個具有重大差異的話語組構，朱自清誤之於前，許多學者

隨之於後，結果塑造出一個錯誤的詩學框架，以之來論述中國

詩學，其誤已延續五十餘年矣！ 4雖然六朝於論詩時表面似乎很

少使用「言志」一詞，而重視詩的緣情作用，此固可說導因於

陸機〈文賦〉所提出「詩緣情而綺靡」之「緣情」說，但情、

志的意義分野其實不大，只是情、志在實際表現上有其大小的

分別而已。若就此以「詩緣情」作為六朝代表性的詩學理論，

這個名稱其實不符歷史的真實，也容易滋生錯誤的見解。如果 

 

為了名稱的區分，盼一視便能分辨它們的差異，不如以六朝重

視的「綺靡」走向與兩漢詩學強調的「比興」走向相別，這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朱自清：《詩言志辨‧詩言志篇》，臺北市：臺灣開明書店，一九
八二年六月，頁二九。  

4 朱志清《詩言志辨》一書之最早版本於一九四九年由上海商務印書
館出版，距今五十二年，故從朱之書出版日開始，其所提之詩學框

架，其誤已延續至今五十餘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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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才是兩漢、六朝詩風的重大分野，也是唐代自陳子昂、李白

以來回歸風雅比興所持的看法。漢魏與齊梁之分，就在於「比

興」與「綺靡」之分，齊梁的聲律及宮體，不過是六朝「綺靡」

走向的極致發展。 

 

由以上的辨析，若要論中國整個詩學理論的宏觀區分，則

從兩漢一直至清代為止，只能以「詩教系統」和「神韻系統」

兩大系統為區分，這樣的區辨才較為清楚明確。「詩教系統」

是兩漢開展出來的，「神韻系統」則在晚唐司空圖手中確立。

「神韻」是指作品內部語言藝術所引生的美感經驗的不斷生

發，即是所謂的言（指詩中象或境的語言表現）外之意、言外

的情趣，這是由語言手段所構築的存在情境，其中含蘊著一種

美感情趣或美感境界，具有一種召喚讀者自語言的表現中重新

觀照存在情境，重新體會、沈思的驅力，此與詩教的著重點完

全不同。詩教必須關心政治教化的問題，而政治教化由作品的

內容涉及外在的作者存在的外緣因素，此不免涉及權力話語的

構築。而就其內在因素而言，詩教則關切到人的心靈對於政教

關懷的一種道德性問題，是典範形成的根本要素。此內在與外

在因素的互相結合，形鑄成詩的儒教觀念，然此兩者之間的關

係究竟該如何聯結呢？其連結點便在於作者應具有道德為基的

情志及其擴大對政教的關懷上，道德關懷與政教關懷正是作者

的內外兩面。此兩者一旦聯結，則會變成比較重視語言表現之

內容上具有的道德心和社會性問題，由於其關切道德問題及政

教、社會問題，便與意義組構與權力架構有密切關係，亦影響

話語的組構與典範的形成，這是此篇論文所關注的焦點。 

 

整個詩學理論系統中的詩教系統，其和儒家之間的關係究 

 

 

竟為何？就《詩經》之《詩序》而言，漢代以來即有〈詩大序〉

與〈詩小序〉之分，〈詩大序〉是總論，說明詩的政治教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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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這種作用似乎是建立在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之六義中，

風有風化、感化、諷刺之意，雅是正的意思，頌則是形容盛德

之意，此皆為按照政治教化作用而解釋的。此外，賦、比、興

在漢儒詮釋《詩經》的過程中，亦依此一方向加以詮釋，因此

與政治教化亦有不可解的關係。〈詩大序〉之來源有人認為是

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， 5〈詩小序〉每篇一條，大約是大小毛公

所作，它被認為是子夏一系儒生傳承之下的一個產物，通過漢

儒的闡發，確立起儒家式的詩教系統。而就整個中國詩論的大

流上做一個區分對照，詩教系統本身在中國詩論上的重要性如

何？影響力如何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兩千年來大概無人持有異

議。可以肯定的是漢代詩教理論建立以來，其在中國文學理論

中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與影響力，因為一直至清代，例如葉燮、

沈德潛等人仍然是屬於詩教系統之下的提倡者與擁護者，沈德

潛提倡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理論，其影響力相當地深遠，自古

以來便很少人反對詩教或詩言志的說法，此幾乎與儒生作為歷

代政教的中堅，而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具有相應不悖的意

義。 

 

欲使理解層次更加深入，必須加以探討意識型態方面的問

題，究竟是何人提出此種理論？為何所提出的理論為如此的面

貌？這問題如若與人有密切的關係，則此人的身分為何？如何 

 

的身分才會提出這種理論？經由這層層追問，於是我們發現身

分問題變得相當重要，在整個社會階層中，提出者的身分在社

會階層上的重要性為何？他們的影響性是由怎樣的人帶動起來

的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當然脫離不了漢代儒生。就權力關係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竹添光鴻：《毛詩會箋》，臺北市：大通書局，一九七 O 年，頁五
至六。《毛詩會箋‧序說》：「詩序之說，人人各異。《鄭玄詩譜

》以為大序子夏作，小序子夏、毛公合作。《王肅家語注》以為子

夏作序。⋯⋯班史藝文志云：『又有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。』

河間獻王好之，未得立，言自謂：『則毛託子夏，是自重其學之言

⋯⋯』⋯⋯然則詩序之作，其終不可知也。」故謂「託名」子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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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漢代儒生在社會上、政教上是高居領導階層的，在士民階

層的社會結構中，不是高居政治的領導階層，就是文化的領導

階層。正因為他們能夠領導整個社會的政治教化體系，所以才

能風行草偃地造成團體性質的理論出現。他們在一個統治的等

級結構中構築某一種集體意識的意識型態，這種意識型態在漢

代詩經詮釋學上形成了詩教理論與詩言志理論。我們可以再

問，單純就儒家而言，詩教系統在文學理論上，究竟具有何種

理論上的合法性，在統治結構中，具有何種的理論效力的合法

性呢？ 

 

以一位儒生的身分身處於一個統治階層底下，其所擔負的

使命是兩方面的，一是文化方面的使命，一是政治統治方面的

使命，如何兼顧兩方面的使命，在政治場中是需要大智慧的，

因為政治統治方面的使命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，皇

權的鞏固與皇帝的權力意志是政治核心，不是儒生可以隨便突

破，或者不順從的，儒生將如何在皇權的要求下進行文化傳遞

的使命，以妥協或抗爭的方式來面對這樣的難題，將導致最後

形成特殊的意識型態。在這種矛盾衝突之下生存的儒生，為了

一個政治與社會秩序的需求，往往採取與專制皇權的妥協為生

存之道，這是儒生存在專制政體下的無奈，道所代表的真理必

須屈服於皇權之勢力下，此中即潛伏中國儒生存在的悲劇性。

儒生追尋之道既屈服於皇權之勢下，於是如何保存文化之道的

命脈，並寄託其微言大義，乃成為儒生思考中的問題。詩學在

儒學傳承中，帶有此一文化之道的開展，乃其機密所在。於是

在詩學領域上，儒生如何以儒教理論建立漢代的詩教理論系

統，這不僅是儒生的文化使命，同時關係到許多被統治階層的 

 

 

人的文化權益，所謂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」，類似《詩

經》一樣的許多民間歌謠，如果不是儒生巧妙的以文化之道的

立說作為政權的參考，那麼以民間歌謠的反映現實及批判的性

質，不知將形成多少文字獄！故在文化和政治的夾縫間，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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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取兩者的巧妙平衡，或者在皇權為綱的框架下，尋取文化之

道作為政治思考的另一標準，這將是儒生不得不去完成的艱鉅

任務，故其肩膀上的責任是如何沉重，而漢代儒生又將如何去

構築其文化與政治之間特殊的意識型態話語呢？這將是本文研

究的範圍。 

 

曠觀中國詩學，自漢代建立詩教系統以來，究竟在後來開

展出的新詩學典範是否有完全突破它原來的詩教典範呢？或是

後來的典範和詩教系統的典範兩者共同統治著以後的朝代呢？

這個問題，學者往往以後出的「神韻系統」和先前的「詩教系

統」對立，似乎兩個理論系統不能並存，事實上，詩教系統並

不只是侷限於漢代，而以後皆否定之，而是由「神韻系統」與

「詩教系統」共同統治著往後的朝代，辯證地構成中國詩之詮

釋的理論基礎。神韻系統使詩教系統的注意力更及於語言藝術

所造成的言外情韻的美感問題，但詩教系統卻不曾衰落中絕。

因為在詩教系統背後的中國歷史二千餘年來的專制統治政體階

層從未斷落，於是當此專制政權存在的時候，領導階層都是社

會上的知識菁英份子，全都是儒家型的人物，他們的共同觀念

受到以前在科舉前後所讀的四書、五經、十三經所影響，只要

統治階層存在時，經書永遠是他們的政教工具，雖然漢代並無

科舉考試，亦無四書五經的名稱，但是當時從漢武帝聽從董仲

舒的建議開始獨尊儒術，國學廣設五經博士，整體的大環境受

到儒家思想的箝制與陰陽五行的薰染，經義在文學詮釋中一直

占據著主導性的地位，經義來自儒學的義理的闡發，以先哲孔

子及其弟子的傳承為依歸，儒生在歷代既都擔負建立政治社會

秩序以及文化秩序的任務，可想而知，建基於儒學經義的詩教 

 

 

系統便不是儒生所反對的詩學理論，反而是其所依據的理論，

即使在詩評史上新開展出其他的詩學理論系統，對儒生而言，

除非其與詩教系統的理論完全背道而馳，否則接納應當多於排

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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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代詩學，既是儒生在政治與文化的夾縫間建立起來的理

論系統，其與權力之間的曲折複雜的關係便不是一言可盡。詩

教系統所提出來的「溫柔敦厚」之說，在後代成為臣對待君的

正確態度，其中即經過對權力的妥協。徐復觀在〈釋詩的溫柔

敦厚〉一文中早洞見此中奧秘，他認為儒生生存在專制政體中，

一方面必須服從皇權建構的意識型態，一方面又要要求自己在

皇權統治下的做人態度與個性，因此提出「溫柔敦厚」之說，

徐氏云： 

 

既溫且柔的感情，其所以會由熱與硬轉化過來，乃是如前所

說，在反省中發現了無數難以解脫的牽連，乃至含有人倫中

難言的隱痛。感情在牽連與隱痛中掙扎，在掙扎中融合凝

聚，便使它熱不得，冷不掉，而自然歸於溫柔。由此可以了

解溫柔的感情，是千層萬疊起來的敦厚地感情。 6 

 

儒生無法與皇權抗爭，所以其求「道」之熱與硬的感情轉

化為屈從皇權的既溫且柔，這是對權力採取的委曲求全，然這

也是漢代儒生面對專制所不得不採取的處世哲學。士人於詩書

禮樂的薰陶下，本應遵循經書中教導士人應有的處世之道，但

是理想與現實相對的殘酷事實，又逼迫士人尋思處在皇權威勢  

 

下的立身之道，為使其所擔負著的文化傳承與政治統治的使命

皆能成就，於是漢代儒生在權力的精神妥協中造就出溫柔敦厚

的特質。為何會溫柔敦厚呢？這是活在詩教系統中的歷代學者

不曾探問的問題，其實只要專制未除，基於生存之道的需要，

在皇權威勢下委曲求全是精神的大勢所趨，抗爭的經驗大體以

悲劇作結，能不尋求溫柔敦厚嗎？但初始的帶有著悲劇性的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參見徐復觀：〈釋詩的溫柔敦厚〉，《中國文學論集》，臺北市：
臺灣學生書店，一九八五年，頁四四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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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，到立說承傳而形成不自覺的意識型態，就不僅取得合法性，

甚至取得合道性，誰還會發覺其與權力間的迂迴曲折？徐復觀

在此頗有洞見地對溫柔敦厚的特殊性提出質疑，啟人沈思：在

蘊釀溫柔敦厚的掙扎過程中，究竟蘊含那些知識領域的話語來

創造此特殊的風氣，此亦為本文研究所將涉及的問題。  

 

總之，從權力角度來看，對於漢代詩教典範的質疑，造就

本論文之撰寫，一直思索著如下的系列問題：究竟儒生在漢代

詩教理論構築的系統中，如何發展出獨特的典範模型？在政治

與道術之間，其自處之道如何？其角色扮演為何？其在漢代政

壇上的位置如何？當儒生在儒家思想的懾服下，他們會建構何

種理論來為自身解套呢？將以何種的中心概念去衍繹此理論

呢？這將是問題的所在。 

 

儒生與專制政權（皇帝）之間的微妙關係，究竟是抗衡或

是妥協呢？若為抗衡，儒生將如何抗拒力爭？若為妥協，又將

如何委曲求全？故如何在抗衡與妥協的張力下帶有悲劇性的色

彩，建立一個統治階層在詩學理論上的意識型態？儒生在漢代

的專制政權上，又如何運用詩教理論去建構其意識型態？這將

是問題的核心。 

 

以往對於詩教理論之研究，總是孤立地研究之，現在筆者

將從觀念叢體進行整體研究，以考察漢代儒生從儒家觀念詮釋 

 

 

《詩經》的各種說法如何整構為一個漢代詩學的理論系統。儒

家之觀念叢體包括詩言志、詩教、發乎情、止乎禮義、思無邪

等各種觀念，在漢代之前所涉及之典籍包括《尚書‧舜典》的

詩言志觀、《論語》中的思無邪觀、《孟子》之以意逆志觀及

論世知人觀、《荀子》的以禮解詩觀等，在漢代所涉及之典籍

包括《禮記‧經解篇》中的詩教觀、《詩大序》的詩言志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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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刺正變觀、發乎情止乎禮義觀以及毛傳鄭箋所闡發的觀念。

其他如齊魯韓三家《詩》本應一起探討，但三家《詩》的詮釋

均已亡佚或剩下片言隻語，故本文以《毛詩》為主。  

 

《禮記》以詩教觀念貫穿整部著作，於〈經解篇〉中將詩

教精神明確指陳，因為《禮記‧經解篇》乃講述六藝之教，其

中便具有教化功能，當其詮釋《詩經》時，有其一定之詮釋框

架，正如《毛詩》之〈詩大序〉中詩言志思想與發乎情、止乎

禮義之意義，均有其詮釋模式，此為漢代儒生對《詩經》之特

殊的詮釋意義，是將儒家之觀念叢體作一妥善完美的結合與運

用，尤其是漢代儒生詮釋《詩經》時，總喜愛假託孔子之名論

之，故《禮記‧經解篇》中六藝之教的「孔子曰」便是託名於

孔子， 7以加強漢代儒生立說之依據，顯示出其一脈相承之傳

統，由此可證明漢代儒生之思想淵源是源自於孔子之思想，然

後加以發揮闡揚之。  

 

漢代的《詩經》學蓬勃發展，導因於儒家詩教理論的重建 

 

與延伸，漢代有齊、魯、韓、毛等四家傳詩、解詩，其中齊、

魯、韓三家詩被立為學官，在中央成立經學博士，以作深入的

研究，而民間流傳著毛詩，雖然未被立為學官，但是在民間的

影響力相當大。班固在《漢書‧藝文志》中曾簡單地描述漢代

四家詩當時的情形： 

 

漢興，魯申公為《詩》訓故，而齊轅固、燕韓生皆為之傳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《禮記‧經解篇》記載：「孔子曰：『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為
人也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』之「孔子曰」便是託名孔子。見《禮記

》 (十三經注疏本 )，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。馮友蘭先生指出：「在漢
朝人的著作中，稱引『子曰』的地方太多了，大概都是依託。⋯⋯

用『子曰』以加重語氣。」 (見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第三冊，大陸人
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，頁一二四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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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取《春秋》，采雜說，咸非其本義。與不得已，魯最為近

之。三家皆列於學官。又有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，而河

間獻王好之，未得立。 8 

 

後來，齊、魯、韓三家詩先後亡佚，《隋書‧經籍志‧序》

云：「《齊詩》魏代已亡，《魯詩》亡於西晉。《韓詩》雖存，

無傳之者。」，至今流傳於世的是當時不受官方重視的《毛詩》，

在毛詩的文獻裡，保存許多關於言志思想的部分，如《毛傳》、

〈毛詩序〉、〈詩譜序〉等。 

 

因齊、魯、韓三家詩已亡佚，故本文探討漢代詩教理論時

的依據是以《毛詩》為主，從《毛詩序》及毛傳、鄭箋的發展，

試圖挖掘出漢代詩教理論系統的建構如何影響漢代整體知識領

域的話語重建。 

 

於上述的質疑中，可以歸納出本論文研究的問題如下： 

 

第一、 漢代構築的詩教理論，其內部有何系統性？  

 

漢代儒生承傳先秦有關《詩》的種種觀念，在

《詩經》詮釋的過程中推闡發揮，故漢代結集或著

述的詩學文獻中，充滿著詩學各層面的觀念，可以

說漢代儒生吸納了先秦儒的儒家觀念叢體，透過

《詩經》的多方詮釋，開展出漢代詩教理論之觀念

叢體。這一新時代的詩教觀念叢是否有其系統性？

其系統性為何？這是本文首先要探討的問題。概括

言之，詩教觀念叢體看似零零散散，其實是有系統

性的，詩學的各重要層面在詩教觀念叢體中陸續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班固：《漢書》，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一九八七年，頁四五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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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，出自不同文獻的錯雜觀念之間看似不相干，

其實互有連繫，互相構成整個詩教理論的大系統。

自《尚書‧舜典》以來盛言的「詩言志」觀，不過

是這一大系統中的一部份，而整個詩教理論系統的

建立，又只是儒家天人政教理論大系統中的一個環

節，就像文學為文化的一個環節一樣。 

 

這一詩教理論的系統性是如何面貌，可以分解

為幾個互有關聯的子系統說之。一是以「詩言志」

為詩的創作基礎，二是以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為

詩的創作規範，三是以「賦比興」為詩的創作手法，

四是以「溫柔敦厚」為詩的教育功能。其詳細的探

討，見本文第二章「詩教理論系統之架構」。 

 

第二、詩教理論的觀念叢體如何在《詩經》的實際詮解中

運用？  

 

詩教理論並非漢代儒生的獨創，其取擇推闡的

資源在先秦儒所開發的儒家觀念叢體，但其理論的

完備較之先秦儒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此因漢代注重  

 

 

經學，專門講論之故。在漢代的整個詩經詮釋學中，

理論的誕生與詩的實際詮釋本應該是互動的，但許

多理論取擇自儒家觀念叢體，所以先在的觀念仍有

一定的指導性。賦比興義是漢代儒生確立的解釋，

溫柔敦厚也是漢代儒生所提出的看法，但與儒分為

八的傳承衍續，難說沒有絲毫的關聯，此所以有人

認為〈詩序〉是子夏所作，後人在承傳中輾轉增益

修訂。〈詩小序〉是《詩經》實際詮釋的一部份，

毛傳鄭箋亦是《詩經》實際詮釋的一部份，他們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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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何種方式來進行詮釋，這些方式與詩教理論的觀

念叢體的取擇有什麼關係？這些都是值得考察的問

題。若以〈詩小序〉的詮釋模式而言，顯然採取了

孟子所謂「論世知人」的方式，換句話說〈詩小序〉

的作者因詮釋《詩經》的需要，在整個詩教觀念叢

中選取了「論世知人」的觀念為詮釋的指導原則，

故〈詩小序〉嘗試為每一首詩進行時空定位，以確

切了解每一首詩所涉及的本事及意旨。毛傳鄭箋均

遵循著這一路向，其流衍為後代更為詳備的年譜製

作及箋釋學傳統。  

 

揭露詩中隱藏的本事，使詩的語言和本事關聯

起來，詩的意義即不能在語言的表面結構中索解，

而必須就著語言和本事互相參照以了解其深義，語

言在此被視為一種曲折的表達。詩教理論的構築過

程中，原認為《詩經》有賦比興三種創作手法，在

進行每一首詩的具體詮釋之際，因為見及語言隱晦

的與本事的相關性，故語言均被視為比興的表現，

相對的也必須從比興角度來詮解詩義。〈關雎〉本

文原不涉及后妃，與后妃的本事連結，〈關雎〉的

語言即轉為比興的語言，而具有語言的深度，其隱

藏的意義也唯有從其所比所興求解，這是「比興解  

 

 

詩」的模式，它與「論世知人」互為《詩經》詮釋

的雙翼，也對後代箋釋學影響深遠。其詳見第三章

「詩教理論之實踐」。  

 

第三、詩教理論的構築與專制皇權及儒生的權力意識有何

關涉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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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代固然是中國開展詩教理論承先啟後的關

鍵，但詩教理論之所以能開展，實與漢武帝獨尊儒

術有莫大關係。獨尊儒術的現實目的在鞏固專制皇

權，以為漢武確立的專制政體作思想護衛。由武力

的統一和思想的統一，專制的中央集權才得以暢行

無阻。漢武尊儒的策略，固為遂行「漢家自有制度」

的專制，但也使儒家在政經、文化取得最高的發言

權，只是當儒家的發言權與專制皇權的利益產生矛

盾衝突時，一切則以專制皇權的利益為準，儒家之

道在此退居次位。勢尊道卑，在專制政體的權力根

源處早已決定，故漢代儒生一方面委曲求全地在思

想上為專制皇權的鞏固服務，另一方面則只能諸多

隱避地在文化上寄託其道了。為專制鞏固的思想，

如「三綱」之類， 9轉君臣、父子、夫妻的平等對待

為一方宰制的關係，藉以從思想上先行建立政治社

會秩序，並使君「道」取得政治社會最高的地位與

合法性。君「道」尊，儒「道」呢？「三綱」所隱

藏之權力意識的運作深隱難知，其他在委曲求全之

際轉生出的觀念不知凡幾，寖以成為影響後人的意 

 

識型態。委曲求全之際固然有勢道衝突的強烈感

受，轉出新觀念後，其中的妥協折衷的痕跡遂難以

復見，扭曲的觀念反而成為「道」了。「教」在專

制下為政治之輔翼，其中，權力意識的運作自不待

言。 

 

漢代詩教理論的開展，始於文景兩帝之立魯

詩、韓詩、齊詩為博士，但其詮釋《詩經》原各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三綱之說，指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」，此說源於法家
的韓非，董仲舒在漢代確立為綱常之「道」，一方面在思想上建立

政治社會秩序，一方面為皇權獨尊取得最高的合法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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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承，未立學官的毛詩亦然。作為政外之教的文化

傳承，《詩經》學或可保持其擁道自重的客觀批判

精神，但作為政內之教，則《詩經》學不得不因專

制皇權的走向而有所調整，勢道衝突仍是其詮釋過

程中必然遭逢的問題，專制皇權的干擾因素真是無

所不在。徐復觀先生已指出「溫柔敦厚」的性情與

態度，與儒生在專制下求生存的現實矛盾有關，其

後遂成為定則定式，取得了思想上類似「道」的宰

制性。批判皇權，成為大逆不道之事，委婉柔順以

取容，乃是明哲保身的要道，這種意識型態的構築，

反映傳統知識分子在專制宰制中存活的悲劇性，而

儒生在政教上輔翼君王統治，其詩教理論尚能完全

保持其道的超越性嗎？  

 

專制皇權的鞏固，是儒生談政經、文化問題所

不能逾越的界限，儒生在專制下的委曲求全，同樣

投射於詩教理論的構築中。當詩教理論在獨尊儒術

的背景下取得詩學的發言主導權，便塑造為詩學的

意識型態而不斷傳播了。詩之為教，其中包含多少

權力意識的運作，不可不察，其詳細探討，見本文

第四章「詩教理論與權力之關涉」。 

 

 

第二節  以往研究之探討 

 

關於詩教理論的研究，目前可見大多是以先秦儒家的詩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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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為研究對象，如林耀潾《先秦儒家詩教研究》、 10康曉城

《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》、 11洪龍秋《詩、禮、樂教釋論─

─孔子對於生命實踐在客觀層面之規模》、 12，另有曾勤良《左

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》， 13更及於春秋時代外交賦詩之詩教。

這些都是針對用詩現象及其在教育上引生的效用探討的，其所

談的「詩教」乃就其原來意義而言，並未像本文從中國詩學的

宏觀角度擴大為與「神韻系統」並存不悖的「詩教系統」的稱

呼，故其詩教的考察，只是本文所謂「詩教理論系統」的一端。 

 

而其斷代在先秦，與本文所研究的漢代關連較少。  

 

以漢代為研究對象者，則大多從毛詩鄭箋著手，以析解言

志思想及比興意義者居多。如賴炎元《毛詩鄭箋釋例》、 14文

幸福《詩經毛傳鄭箋辨異》、 15蘇伊文《詩經比興研究》、 16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林耀潾，《先秦儒家詩教研究》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
士論文，一九八五年。闡明詩教之意義與周代詩教之運用，並將孔

子、孟子、荀子的詩教觀，分別敘述之。  

11康曉城，《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

所博士論文，一九八八年。探討先秦儒家孔孟荀之詩教思想，以供

改進當前文學教育之參考，以促進達成培養健全人格之教育目標。  

12洪龍秋，《詩、禮、樂教釋論──孔子對於生命實踐在客觀層面之

規模》，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一九九二年。著重孔

子論詩的本質與孔子論詩的功能及詩教的地位，以詮釋客觀生活層

面的詩教規模。  

13曾勤良，《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

究所碩士論文，一九八二年。（臺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

。）著重左傳中行人外交聘問時藉詩以言志之詩教觀。  

14賴炎元，《毛詩鄭箋釋例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

文，一九五八年。解釋毛詩鄭箋之訓詁體例為主。  

15文幸福，《詩經毛傳鄭箋辨異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

士論文，一九八六年。研究毛傳與鄭箋解釋相異之處，並且辨其是

非。  

16蘇伊文，《詩經比興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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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玲《鄭玄毛詩箋以禮說詩研究》、 17彭維杰《毛詩序傳箋「溫

柔敦厚」義之探討》、 18車行健《毛鄭詩經解經學研究》， 19外

及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，如王金凌《先秦兩漢文學理論研究》、

20曾守正《先秦兩漢文學言志思想及其文化意義──兼論與六  

 

朝文化的對照》、 21朱榮智《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》。 22除賴炎

元、文幸福的研究與本文無關之外，其他均涉及詩教理論中一

部份的考察，可資本文參考者不少。但以往的研究所著重者畢

竟僅止於詩教理論之局部，而忽略整體觀念之探討，彭美玲之

作或許最為特殊，洞見到漢代「以禮說詩」的現象，儒生之禮

治王化的理想，藉由說詩而寄託其意。然儒家詩教不僅只是詩

教理論中某一觀念的傳遞而已，而是儒家詮釋《詩經》的整個

觀念叢體之推衍，觀念叢體包含孔孟荀及其他諸儒對詩的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文，一九八一年。著重於詩經比與興之意義探討。  

17彭美玲，《鄭玄毛詩箋以禮說詩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

究所碩士論文，一九九二年。以鄭玄《毛詩箋》為研究對象，以禮

說詩為研究主題，探討鄭箋以禮說詩與兩漢時勢、傳統詩學之關係

，闡明漢代詩學之主要精神。  

18彭維杰，《毛詩序傳箋「溫柔敦厚」義之探討》，私立文化大學中

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一九九二年。從詩序之詩教探討至毛傳之

詩教與鄭箋之詩教，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之五倫貫穿

詩序、毛傳、鄭箋，並提出三者的溫柔敦厚義之比較。  

19車行健，《毛鄭詩經解經學研究》，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

碩士論文，一九九一年。研究毛傳與鄭箋。  

20王金凌，《先秦兩漢文學理論研究》，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

所博士論文，一九八六年。從文學理論之理式探討文之起源與發展

及禮文之迴響，分別介紹先秦文學觀與兩漢之文學理論的發展。  

21曾守正，《先秦兩漢文學言志思想及其文化意義──兼論與六朝文

化的對照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一九九八年

。從先秦文學言志思想談到兩漢文學言志思想，並與六朝文化作一

對照。  

22朱榮智，《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

碩士論文，一九七六年。探討兩漢之文學理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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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以及漢代傳承先秦儒而推闡發揮的諸多觀念。  

 

漢代儒生對風雅頌之詮釋、《禮記‧經解篇》中的詩教觀

念、〈詩大序〉中的詩言志、發乎情、止乎禮義等觀念及有關

詩的歷史方面之正風、正雅、變風、變雅等觀念，彼此相結合

成為整個詩學觀念的大叢體，本文稱之為「詩教觀念叢體」。

以往尚未有論述從漢代《詩經》詮釋學的整體觀念叢體著手，

並涉及其理論架構以及其中隱藏的權力意識的運作，故本文將

從以往研究缺如的部分著手，深入漢儒詩學觀念叢體的系統性

建構，考察其與政治權力及儒生意識型態的關涉，並探討漢代

詩教理論之實踐層所形成的詮釋模式，以使漢代詩教系統之理

論意義更趨完備。  

 

關於詩教理論所隱藏的權力意識的運作，施淑女先生〈漢

代社會與漢代詩學〉一文對此頗有所見，施先生從專制政體下

的儒生如何求取生存的契機中，剖析漢代特殊的社會面貌與儒

生的意識型態，「看到兩漢知識份子莫不在先秦文化遺產的基

礎上，進行內容的增補與意識上的訂正工作」，23其目的有二：

一是為漢代立法制儀，一是對抗專制體制及揭露社會的異端思

想。漢代儒生在《詩經》詮釋過程中，靈活運用《詩經》的教

化作用來達到目的，尤其是以美刺為中心的觀念建構出「詩以

言志」的道德性與政治性。施先生對於漢人詩說及詩教觀念的

形成逐一作探討，一步一步直陳漢代社會與漢代詩學之間的密

切關連，揭露漢儒如何從孟子「以意逆志的說詩方式」轉化出

適合漢代權力話語的原則與理論，成為漢代的一個絕對意志，

一個超越凌駕於詩篇之上的道德虛構。其文云：  

 

綜觀漢人詩說的發展過程，政治的要求，也即是如何使三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3 語見施淑 (原名施淑女，此為筆名 )：〈漢代社會與漢代詩學〉，《
中外文學》，第十卷第十期，一九八二年，頁七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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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成為維繫社會秩序以達到鞏固漢家統治的目的，一直是一

個最被關心的問題。可以說是兩漢御用的詩經博士們，最焦

灼的無過於如何在三百篇中幻化出一個切合漢天子意志的

「法度」來。 24 

在這情形下，所謂正變、美刺、詩始等表現漢人詩學特色的

觀念，自然成就了兩漢正宗思想的指示器了。 25 

 

 

施先生的研究可說是已先為本文揭露詩教理論構築中的一

個機密：漢代儒生在詩學話語的營建和傳遞中，巧妙地運用詩

教的偽裝外衣，進行權力的傳遞與社會秩序的改造，創造出漢

代既為漢代立法制儀，又不能完全認同漢家專制的詩教理論典

範。  

 

由於施淑女先生由社會文化論角度深入兩漢詩學的權力意

識，這是詩教理論的研究從未觸及者，這裡先行揭出，以見本

文第四章探討詩教理論與權力的關涉，並非毫無根據的虛想，

而是詩教理論的研究缺乏此一方面，亦無以達致論世知人的深

度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4 同上註，頁八十。  

25 同上註，頁八十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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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 研究方法之思考  

 

漢代詩教理論，主要是在《詩經》詮釋過程中誕生的，〈毛

詩序〉、毛傳、鄭箋正好代表兩漢說《詩》的歷程。但詩教理

論的諸多觀念並非全然兩漢獨創，而是有取於先秦說《詩》及

其背後的儒家思想依據，在漢代參以己知己見予以推闡發揮，

構築成具有理論連貫性的一個大的詩教觀念叢體。以往研究既

對詩教觀念叢的各別觀念與現象進行過探討，本文則從宏觀視

野重新把握詩教觀念叢體，視之為內部具有連貫性的一套理

論，這套理論從《詩經》詮釋中誕生，也指導著《詩經》實際

詮釋的走向，兩者在互動的循環過程中推衍。本文不僅要勾勒

探討這一套詩教理論的架構，同時也要考察這一套理論在實踐

（即作品詮釋）中的表現。此外，詩教理論的構築是處在中國

政體由封建走向專制確立的背景中，與專制權力的伸展有一種

緊張的關係，故本文亦將深入揭露詩教理論架構過程中權力意

識的運作內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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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格爾曾云：「哲學要按照必然性去研究一個對象，當然

不僅是按照主觀方面的必然性，或是表面的序列和分類等等，

而是要按照對象的內在本質的必然性，去就對象加以闡明和證

明。一般說來，祇有這樣的闡明，才能使一種研究具有科學價

值。」在作人文科學研究時，面對歷史中一個時代雜然紛陳的

現象，並不是依我們主觀方面的需要予以整理分類為已足，而

是要「按照對象內在本質的必然性」闡明這些現象。漢代詩教

理論的觀念叢體，從來未以明確的體系昭然展現於吾人面前，

乍看亦無法窺見其理論的連貫性，但是就其內在本質的必然性  

 

 

來看，它是以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為基，通過漢代說《詩》而

建構的一個儒家式詩論及詩評的典範。其誕生的機緣，固然在

於漢立經學博士的利祿之路所開啟的《詩經》箋釋與講論之風，

不過其箋釋與講論均有一歷史內在的理路，由儒家思想出發，

伸展到詩學的內外各個層面，說其為漢代立法制儀也罷，說其

寄託王道理想以隱秘地批判專制也罷，首先我們必須把握詩教

觀念叢體內在本質的必然性，詩教理論是儒家思想在詩學探討

的一個偉大成果，在此基點上，我們才能整構詩教觀念叢，而

視之為內部具有連貫性的詩教理論系統。  

 

漢代並非無人嘗試在詩學上作系統性的建構，但大都分解

在《詩經》的實際詮釋中。如〈詩大序〉就是一初步嘗試，不

過〈詩大序〉的原初面貌是雜揉在〈詩小序〉的〈關雎序〉中，

〈毛詩序〉之分大小，是後人所分，並非原來面目。毛傳鄭箋

走實際詮釋路向，並未另外有專門的詩學理論的著述，因此整

個詩教觀念叢的理論架構，必然要通過系統研究法而重新整

建。所謂「系統研究法」，依勞思光先生給予的界定是「將所

敘述的思想作系統的陳述的方法」 26，這種系統的重構並非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6 見勞思光：《中國哲學史》 (一 )序言，臺北市：三民書局，一九八

一年一月，頁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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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任意為之的，必須順著對象內部要素的相互連貫性才有辦法

形成，換言之，詩教觀念叢體要作為一個詩學理論系統來看待，

必須其中涉及詩學各層面的觀念，而觀念和觀念之間又互有關

連，猶如一個系統具有幾個子系統為其不可或缺的要素，而子

系統之間又互有連繫，並非斷裂的，毫不相干的。詩教觀念叢

在詩的根源、規範、手法、功能各層面，各有其所闡發的觀念，

這種觀念足以構成一具有內部連貫的詩學理論，故從此角度而

觀，漢代詩學理論已隱然成型，我們通過系統研究的方法確立

其為一個詩教理論系統，更可以看出其理論的型構。  

 

 

其次，我們也援引米歇‧傅柯 (Michel   Foucaul t )所使用的「知

識考掘學」的方法，以發掘一個時期埋葬在各種事物、觀念之

下的相關規則。傅柯運用的歷史考掘之法，重點不在歸納一個

連續一貫、簡明有序的歷史幻象，而是從一歷史體系中的狹小

罅隙去進行歷史的考掘，試圖重新挖掘出埋葬在各種思想、體

制之下的相關規則，以客觀標明事物四散分布的狀況。雖然透

過此種類似考古學的研究法，有可能挖掘出來的歷史是片段分

散的資料，甚或是互相排擠、衝突的事實，但是仍致力於將分

散的史實與歷史事件作一相互辯證，以尋求歷史繁複糾纏的真

面貌。 27我們的重點不在全盤照搬傅柯的方法，而只是借用以

達成隱藏在詩教觀念叢體內部的相關規則的尋求。由此我們才

能看到詩教觀念叢體即使零散，卻有其一致的理路，它們都是

儒家思想邁向詩學領域所作的開發工作，開發出詩的根源、規

範、手法、功能等各層面的觀念，但是它們背後都有內聖外王

的心性框架和政教框架作為連結的規則。如果以傅柯的方式考

掘鄭玄的賦比興之說，我們一定會很驚訝地質問：賦比興的手

法為何扯上政教善惡？但如果進一步考掘出賦比興背後所具有

的政教框架，那麼我們將更深入歷史的實相。政教框架不只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7 參見 F o u c a u l t , M . (米歇‧傅柯 )著，王德威譯：《知識的考掘》，臺
北市：麥田出版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三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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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賦比興的觀念，其他觀念亦然。由賦比興這一狹小的罅隙進

入，我們挖掘出來的卻是連結詩教觀念叢體的隱藏規則，其方

法不可謂不深入。用這種方法再來考掘《詩經》的實際詮釋，

我們才能發覺〈詩小序〉以至毛傳鄭箋中所隱藏的「論世知人」

模式和「比興解詩」模式。沒有一個漢代解經者曾經說明過他

的解經採用什麼模式，但實際詮釋中不斷重複的現象已透露一

些蛛絲馬跡。  

 

最後，當我們的考察從漢代詩教理論及實際詮釋的內部規

則的尋求移向外部時，我們注意到《詩經》詮釋學和專制皇權  

 

的擴張之間的微妙關係。詩教理論的構築，因為獨尊儒術而使

經學地位提高之故，一直在中國詩學具有崇高的地位，也是牢

不可破的詩學指導原則。漢代樹立詩教理論的典範，無疑沾溉

後人大矣，故一提詩教理論，便不免向漢代朝聖。不可否認地，

漢代儒生透過他們的努力，建構了一個知識領域的話語，確立

了一個儒家詩學的典範，但是這些話語之中也飽含著權力意識

的運作，並非如其外表那般的崇高。如果範限在理論系統和詮

釋模式的探討之內，我們將忽略詩教理論在漢代歷史中存在的

真相。  

 

要發掘這一歷史的真相，拘守內在研究的各種方法顯然不

足，它必須開放外部的事實來與內部互相參照，互相辯證。詩

教理論誕生的母體在中國走向專制皇權的漢代，由漢武帝確立

的專制，正積極的進行皇權的擴張與牽制，儒家思想在詩學上

的伸展，是漢武以儒術輔翼漢家專制宰制的結果。換句話說，

政教之「教」只是作為「政」的一個宰制的環節，儒生有幸在

這一個歷史機緣中擔負起「教」的主導權，但「教」卻絕不能

凌越於「政」上，「政」以專制皇權為核心，故執教化之權的

儒生必須俯順地為專制皇權多方緣飾，為其威權宰制樹立「道」

的合法性，這是「教」權的退讓，政「權」的伸張，兩者的衝

突矛盾，充分顯現出漢代儒生參與政治的悲劇性。儒生之茍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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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容，委曲求全，為專制皇權建立宰制性的思想和意識型態，

臣對於君實質上必須以「妾婦之道」相待，使儒「道」在政治

上無法保有其超越性。《詩經》學屬於「教」的一環，儒生既

在專制重壓下轉出茍順取容、委曲求全的態度，詩教理論的開

展當然也充滿其意識的投射，「主文譎諫」、「溫柔敦厚」所

隱藏的權力意蘊，值得深思。在這方面的探討，本文受社會文

化論評（ sociocul tural  cr i t ic ism）和新馬克思主義等外部研究方法

的啟發，將特定時空的現象與其政治社會的母體結合，探討其

相互間的權力作用關係。文學與詩學現象，都不能完全脫離其  

 

 

所生產的環境與文化而孤立了解，每一個現象都是複雜的文化

物，都是政治社會與文化事實複雜的交互作用的結果，這是格

利伯斯坦在主編《當代文學批評的視界》時，為社會文化論評

（依其分類，包含新馬的批評法）揭出的首要原則， 28由此方

法入，我們或可一窺詩教理論構築的權力意識之秘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8 G r e b s t e i n , S . N . (格利伯斯坦 )：《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i n 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 C r i t i c i s m
》， S t a t e 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N e w  Y o r k  a t  B i n g h a m t o n , 1 9 6 8 , P . 1 6 4 , 1 6 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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